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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国初期对民间文艺的改造进程中，政府不仅明确了“戏改”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赋予了
戏曲表演者从未有过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使得他们由旧艺人转化为接受政府领导的新演员。 本文以山西

为样本，从社会史的视角入手，考察了建国初期的“戏改”对戏曲表演者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在肯定政府对戏

曲表演者这一职业给予尊重认可的同时， 也探讨了民众对戏曲表演者一贯较低的社会认知并发生太大转变

的尴尬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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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新的政治体
制的建立和完善，包括戏曲在内的民间文化被纳
入到共和国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中。 从1951年开
始，以“改人、改制、改戏”为主要内容的“戏改”工
作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这场完全由政府领导的

“戏改”在广度、深度和影响力方面超过了以往任
何时代针对戏曲的改造运动。 从现有关于“戏改”
的研究来看，大多是从文艺学、社会学或政治史
角度的考察，对“戏改”影响下的社会生活，尤其
是牵涉其中的普通人的命运关注较少。 ①本文结

合田野访谈和相关档案资料，从社会史的视角入

手，以山西为中心来考察建国初期的“戏改”对戏
曲表演者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一、 改造旧艺人

在建国初期的“戏改”中，“改人”“改制”“改
戏”被统称为“三改”，其中“改戏”是指政府领导
下对戏曲表演内容的改革，而“改人”“改制”主要
是针对表演者和演出团体。 1951年，中央人民政
府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著名的

“五五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开展“改人”和“改制”
工作。 而在此之前，山西省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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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民间艺人的改造， 其主要内容是以加强对民
间艺人的领导和培训为主。 从1950年6月起，根据
山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团结改造艺人的指示》精
神，各地先后开办戏曲艺人训练班，仅半年时间，
全省参加训练的就有1194人。 ②1951年10月，太原
市文教局起草了 《太原戏剧界剧改学习计划草
案》， 针对艺人中存在的种种旧俗提出了改革意
见，内容包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艺人觉
悟；废除封建班主制，组建正式剧团；提倡尊师爱
徒，反对封建剥削与虐待；保障艺人生活，合理调
整待遇；戒除不良嗜好，克服浪漫习气等等。③同年

11月，太原市文教局下发通知，要求各晋剧团、剧
院全体演职员、全体委员、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剧改
学习活动。 ④随后，太原市新华剧团、人民剧团、新
新剧团、晋声剧团4个私营戏曲剧团举办戏曲民主
改革学习班， 由私人领班变为艺人合作形式的共
和班，实行民主管理；12月5日，山西省艺术学校正
式开学， 标志着传统师徒制的戏曲技艺传承方式
逐步让位于现代的师生制；1952年，山西省文教厅
编印了艺人文化读本， 针对戏曲表演者开展了扫
除文盲运动。⑤政府对艺人的合作形式、技艺传承、
文化素养关注的背后是对其社会角色的重新塑

造， 体现了国家将这些曾经处于社会底层的自由
职业者纳入国家体制内的尝试。

1955年前后， 各级地方政府出面组建的市县
级剧团纷纷成立， 这些带有明显官办色彩的职业
剧团吸引了很多民间艺人的加入， 他们将其视为
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 1955年榆次市秧歌剧团成
立，剧团采用公开招考的方式，吸收地方知名艺人
参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5年的田野调
查中，70多岁的王基珍老人对当年参加剧团的经
历印象深刻：
我那时才20多岁，当时正和师傅四处跑台

口， 偶然的机会听人说榆次秧歌剧团招人，我
就去了，结果一下就被选中了，于是就进了榆
次秧歌剧团。 成了“公家人”，户口和组织关系
就跟着都转到了市里，这让村里人很羡慕。 ⑥

随着“戏改”工作的深入开展，许多民间艺人
的社会身份和自我定位都发生了变化， 在他们眼

里， 唱戏不再只是带来经济收益、 娱乐民众的职
业，更是代表政府开展文化宣传的光荣事业。这些
新时代的演员们在享受到体制内“公家人”待遇的
同时，也自觉以此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演出活动。
成为体制内的“公家人”，不仅表现在演员们

在演出内容方面自觉接受政府的领导， 也意味着
他们的演出行为受到了制度的规范， 演员不再是
可以自由流动、以跑“台口”为生的艺人，而是以完
成政治任务为首要考虑的文艺工作者。 这一时期
成立的国营剧团和私营公助剧团都要承担大量的

政治性演出任务。 榆次秧歌剧团的王基珍也说：
“那时候，政治任务几乎占了全年剧团演出活动的
一半，因为我们是发工资的国家单位，倒是不影响
收入，大家都觉得很光荣。 ”

1958年，在“全面大跃进”的口号下，山西的
“戏改”工作进一步深入。 同年举行的山西省戏曲
工作现场会议通过的 《山西省戏曲剧团社会主义
协作公约》，对剧团在人员流动和演出活动方面提
出要求：第一，“加强对流动戏曲艺人的教育管理，
坚决反对‘挖角’行为”；第二，“保持戏曲队伍的纯
洁和巩固， 各剧团保证不录用其它剧团开除的右
派分子、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人员和政治面貌不
清、来历不明的人员”；第三，加强剧目交流，对剧
团认为有交流价值的剧本， 各剧团之间应进行交
换”；第四，剧团之间“广泛开展艺术交流活动，互
派留学生”，“决不保守或加以拒绝”。 公约还对曾
经具有竞争性的商业演出活动作了协定。“严格执
行巡回演出规则、制度，互相谦让，不争台口，如因
特殊情况两团相遇时， 一定服从当地文化部门调
整”，“兄弟剧团遇有特殊灾害以致影响演出时，各
剧团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迅速给予大力支持”。 ⑦

这样的协议在当时是否被真正执行难以考证，但
从协议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对剧团和演员的改造

方向， 演员从原来靠技艺吃饭的自由职业者变成
了固属于某一剧团的工作人员， 剧团之间由曾经
的竞争对手变成服从政府领导的合作者。
建国初的“戏改”使政府对于剧团的身份由指

导者变成了领导者， 这种身份变化的基础是政府
对剧团人事、经济方面的直接管理。随着剧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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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 戏曲表演者的身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停留在政府对待戏曲表演者
的态度上，而是与切实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挂
钩。 即使是在私营公助剧团的集体所有制下，政
府委派的文艺干部的加入、经常性的培训学习也
使戏曲表演者有了类似“公家人”的自觉。

二、光荣的政治任务

在“改人”和“改制”的过程中，政府除了在经
济上、人事上加强对演员及演出团体的日常管理
工作外，还通过媒体宣传、汇演评奖、官方接见等
活动赋予那些在地方上影响广泛的演员极高的

政治荣誉，甚至还将他们纳入到参政议政的行政
体制中。 政治地位的提高极大鼓舞了演员们参与

“戏改”的热情，他们主动接受革命的“改造”，自
觉从政府的角度思考和看待演剧活动，将“戏改”
其看作是光荣的政治任务。
在1952年12月山西省政府组织参加全国戏

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员座谈会上，晋剧名艺人丁
果仙回忆说：“我们到了北京的第二天，毛主席就
邀我们赴宴会，和国际友人、中央首长们都见了
面，朱总司令、周总理都亲自到各桌上和我们碰
杯。 国庆节那天，我和老艺人乔国瑞又被邀请到
观礼台上，我们艺人在新社会里的政治地位就是
提高了。 ”女演员冀美莲谈道：每当遇到热情的招
待，我心里总是又兴奋又痛苦，兴奋的是觉得我
们艺人真正当了主人， 痛苦的是我们过去太苦
了。 有一次我真是高兴的掉下泪来，擦了眼泪以
后，我就这样想：今后要不把工作搞好，怎能对得
起我们的毛主席。 ⑧

1953年和1955年山西省政府文化部门组织
了两次民间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参加大会的民间
小戏艺人纷纷表示感受到了政府的关爱与重视。
浮山木偶艺人王绍禹感叹道：“没想到人民政府
各位首长，对我们招待的这么好，说这是祖宗留
下的好东西，叫我们继续发展它，提高它。 在会上
我们看了全省各处的民间艺术， 觉得眼界也开
了！ 这都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呀，我觉得以前我想
把木偶烧掉，是想错了，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学习，

使木偶艺术更加发展，为生产建设服务。 ”⑨长治
艺人靳其法说：“我们的‘红火’在旧社会里是没
人支持的，这次我们的‘红火’来省里参加了全省
民间艺术的观摩演出，政府对‘闹红火’这么关
心，说明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时代，政府
才看得起我们。 ”⑩

当然，这样的报道难免媒体宣传下的夸张成
分，但这种关于“翻身”的历史叙述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代表了当时很多民间戏曲表演者的真实感

受。 除了获得来自官方的，对他们艺术水平的认
可外，这些戏曲表演者“翻身”的幸福感还来自于
政府赋予他们的极高政治身份。 1950年代的“戏
改” 不仅改变了戏曲在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也
为戏曲表演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途径，戏曲表演
群体中的佼佼者被纳入到参政议政的行政体制

中，从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政治身份。
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女艺人杨稚敏“对于

大鼓、相声、数来宝、清唱的表演都有很好的技
能，并且作风纯正，善于团结艺人，组织能力强，
因此当选了省妇联代表”。 輥輯訛晋剧艺人张宝魁先后
当选为太原市人大第一、第二届代表，省文联第
二届常务委员。 “一个历来被人看不起的苦艺人，
竟然登上了政治舞台，和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共
同商讨国家大事，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輥輰訛

还有著名晋剧演员花艳君，出席了共青团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会议期间，
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名青年代表受到了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 輥輱訛

受到国家和省级领导的接见，参政议政成为
很多戏曲表演者人生经历中最值得炫耀的部分，
也是被他们自己和宣传媒介反复强调的部分。 从

“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戏子”到新社会的文艺
工作者，这样的身份转化让很多对革命、政治并
没有太多认识的民间艺人选择主动靠拢政府，成
为“戏改”的中坚力量和推动者。 如晋剧演员张宝
魁就主动改编传统剧，创作排演符合官方评判标
准的现代剧，先后排演了现代戏《白毛女》《小二
黑结婚》《小女婿》等戏。 輥輲訛

150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

创作现代新剧之外，作为体制内的知名演员
还要承担各种政治性的演出任务、 文化交流活
动。 对于这样的义务性工作，演员们不仅毫无怨
言，反而感到无上的光荣，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活动中，并从中获得精神的满足。 这时期剧
团的进京汇报演出和省际巡回演出也非常频繁，
在这些演出背后都离不开官方的组织和领导，演
员们自然也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获得了来自各
方的赞誉。 从1955年到1957年，山西省有影响的
汇演和巡演就达十数次，如：1955年下半年，山西
省有43个剧团配合“肃反”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开展巡回演出；1956年7月，长治专区组织演出团
赴京汇报演出，历时20天，演出24场，受到了彭
真、罗瑞卿、薄一波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9月13
日至24日，忻县专区北路梆子剧团赴京为中国共
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演出两场，演员们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7年7月至8月， 由山
西省蒲州梆子演出团赴北京、天津、张家口一带
巡回演出，中央领导人彭真、薄一波、李先念等观
看了演出。 輥輳訛

在这些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中，体制内的演
员们不再只是唱戏的艺人，而成为地方文化的象
征和“戏改”成果的实践者，他们在参加这些活动
的过程中，也自觉拉近了与政府的距离，进而以
更大的热情参与到“戏改”中，以此表达感激和自
豪之情。

三、尴尬的社会地位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明清以来，戏曲已
成为表演者在剧场中与观众进行当下交流互动，
能够给观众带来娱乐的鲜活的审美游戏。 輥輴訛作为

雅俗共赏的民间俗文艺形式，让观众尽兴地享受
共时的耳目之娱、声色之趣成为戏曲演员的主要
任务。 也正是由于戏曲表演商业性和娱乐性的俗
文化定位，造成了历史时期戏曲表演者低下的社
会地位。 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戏曲提出了明确
的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生产的功利性要求，戏曲
不再只是供人娱乐的游戏，而是成为革命宣传的
有力武器；戏曲表演者不再只是靠技艺为生的职

业艺人，而是成为为政府代言的文艺工作者。 在
政权力量的强力推进下，戏曲表演者很快获得了
体制内“公家人”的政治身份，感受到了“翻身”的
喜悦。 但是戏曲表演者由自上而下的体制化改造
带来的身份转变在现实社会中却面临诸多困境，
如接受政府领导的体制内身份与谋取经济收益

的职业身份的对立、较高官方定位和较低社会地
位的尴尬等等。
建国初期“戏改”过程中，政府向包括私营公

助在内的演出团体派驻了大量共产党员担任领

导职位，以实现对演出队伍的行政化管理。 这些
政府派驻的干部很多并没有从艺经历，他们习惯
于从官方角度而非演出团体的角度考虑问题 ，
“外行管内行”的体系中，难免引发剧团内部的矛
盾。 刘巨才在记述著名晋剧演员张宝魁的从艺经
历时说， 张宝魁在担任太原市晋剧二团团长期
间，“衷心地拥护党对剧团的领导和管理，和党一
条心，和党派去的指导员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共
同管理剧团”。 輥輵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像这种演
员和指导员“推心置腹”“和睦相处”的剧团当然
存在，但一团和气的背后也总难免有着演员们迫
于政治威权下的无奈退让。 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
脱节、文化干部过多插手剧团的业务工作是“戏
改” 中各地剧团普遍存在的问题，1953年山西省
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干部和演员在中

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的组织下对“戏改”工作的政
策执行情况作了检查。 检查中特别提到了“外行
领导内行”对演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限制。 “戏改
干部在长期的工作中是做出了不少成绩的，但是
一些干部也还是缺乏专业精神，对艺术的钻研不
够，工作中没有和艺人打成一片，从关心艺人的
福利工作入手，进而关心其艺术业务的提高。 在
改戏改造舞台形象中未能和艺人共同商量研讨，
达到逐步提高的目的，艺人不能通过思想批判发
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輥輶訛

除了剧团内部的文化干部外，演员们也要应
付基层干部对演出活动的“指导与干涉”，在1953
年颁布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端正戏曲政策的
指示》中，省文化部门也对各地基层干部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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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干涉乡村演剧和轻视艺人现象予以通报。
在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轻视戏曲艺人

的封建残余思想，不认识艺人的演出是艺术
劳动，没有把戏曲工作看成艺术工作的一部
分，是教育群众的工具，只当成单纯的娱乐
工具。 平日不重视其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
遇事则草率处理。 有的让剧团做长时间的演
出，有的不顾剧团营业，打乱其台口，任意调
动剧团又不给予必要的报酬。 某些干部思想
作风不纯，更对剧团及艺人采取歧视与粗暴
的态度。 更严重的是某些干部与农村民兵的
特权思想，以维持剧场秩序为借口，每场戏
要义务票数十张甚至数百张。 輥輷訛

尽管中央和省文化部门对演员在演出中的

权益提出了制度性保障，但从当时频频发生的演
出过程中的打砸事故来看，演员们在地方社会似
乎并没有得到与政府所给予的政治身份相对应

的尊重，如长治胜利剧团在东河村演出时，“该村
庙里本有房可住，但村干部不给剧团居住，竟找
些羊圈和放棺材的房屋让剧团居住”，“演出后一
天因剧团没有招待村干部，村干部便不准剧团卖
票，反而要剧团赔偿民兵维持秩序的工资”。 輦輮訛还

有更为严重的事件，襄垣县邻河剧团在外地演出
时居住的窑洞倒塌，造成压死3人，伤2人的事故。
类似演出团体和演出地民众之间的矛盾事件在

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当时省文化部门还对洪洞
县规定供给制干部半价看戏、汾城县物资交流会
上干部组织群众在剧场起哄、长治县郝家庄干部
蛮横对待剧团等等事件发文提出批评。 輦輯訛这些事

件的背后自然有着地方干部和乡村民众对戏曲

演员的轻视和歧视，然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
传统认知的惯性。
尽管经历了20世纪的戏曲改良、抗战时期的

戏曲运动，但戏曲作为传承已久的民俗文化在地
方社会的定位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 “戏改”之
前，对观众来说，戏曲是让大众娱乐开心的玩意
儿，而戏曲表演的职业化也使得取悦观众成为表
演者的首要考量。 因此，在演剧过程中演员似乎
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不得不经常应对来自观

众的挑剔和刁难，各种理由的加戏在所难免。 在
这样的较量中，观众通过彰显“主人”的权力，收
获了看戏之外的快感，而演员则必须以提高技艺
和圆滑应对来避免冲突并获得戏资。 由于观者和
演者对演剧职能的认知基本一致，所以戏场的矛
盾基本都能以双方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 “戏改”
中政府对戏曲职能做了重新定位，赋予了戏曲表
演者从未有过的、 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
这使得演员在提高自身定位的同时也试图改变

其社会地位， 在演剧活动中掌握更多主动权，于
是这就在观者和演者之间演变成了各自有理又

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庙台上的大戏还是

民间小戏， 都是在商业化的氛围里走向成熟的。
为了吸引观众，戏台上的表演者往往会在声色技
艺方面下足功夫，并加入诸多令人开怀的幽默风
趣的插科打诨。 戏曲表演的商业性和娱乐性使整
个社会形成了唱戏就是娱乐人的职业这一普遍

认知， 进而导致了戏曲表演者较低的社会地位。
建国初期的“戏改”以运动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提
高了戏曲表演者的职业身份，甚至给予他们中具
有较高觉悟的优秀分子颇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职

位。 在政府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劳动者”“艺
术家”这样的称号重塑戏曲表演者职业身份的过
程中，饱受“旧社会”歧视的民间艺人们确实感受
到了来自官方的、从未有过的尊重和荣誉。 作为
新社会的演员，广大戏曲表演者沉浸在“翻身”喜
悦中，他们主动向政府靠拢，接受政府派驻的文
艺干部的领导，积极参与“改戏”工作。 于是，传
统社会戏曲表演中观者与演者之间的亲密关系

被新时期官者与演者之间新的领导合作关系所

取代。
在肯定 “戏改”中政府对戏曲表演者这一职

业给予尊重认可的努力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这
种官方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并没有

得到地方社会的及时回应。 演出中，演员们不得
不经常面对来自基层干部和民众的歧视和刁难，
似乎很难真正掌握演剧活动的主导权。 在较高政
治身份和较低社会定位的尴尬中，演员们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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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为新社会“公家人”的自豪，也被迫接受着地
方社会加诸于他们的一贯轻视的态度。 造成这种
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 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的“戏
改”过于强调戏曲的政治教化功能，忽视了其作
为民俗传统的文化特质。 传统社会，戏曲的商业
性和俗文化定位使戏曲演出成为一种服务性娱

乐性的行业，它必须满足特定观众的欣赏要求和
特殊趣味，在这样的社会普遍认知下，造成了戏
曲演员社会地位的低下。 尽管建国初期的“戏改”
以政令的形式提高了戏曲表演者的职业身份，但
并没有改变观众对戏曲固有的娱乐需求，基于这
样的娱乐需求，观众对戏曲表演者一贯较低的社
会认知也就不会发生太大转变。 因此，当具有新
社会“公家人”自觉的演员以政策为依据对抗观
众提出的诸如加戏、改剧目、换演员之类的“无
理”要求时，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种围绕戏曲表演
者身份的困惑只有随着社会整体观念的改变，才
能得到彻底地解决， 自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乡
村戏场内民众对戏曲表演者日益表现出的平等

和尊重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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